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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茨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中，通过主人公丽贝卡的回忆，描绘了施瓦特一家逃亡到美国后所遭受的

身心创伤以及自我重构。本文从赫尔曼的创伤理论来解读施瓦特夫妇、丽贝卡的创伤症状、丽贝卡如何

实现创伤复原以及施瓦特夫妇复原失败的原因，再现小说中犹太身份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异化，展现欧茨

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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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ovel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through the memories of the protagonist Rebecca, Oates 
describe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uma and self-reconstruction of the Schwarts after flee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erman’s trauma theor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Schwarts, Rebec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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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symptoms, how Rebecca achieves trauma recovery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chwarts’ fail-
ure in recovery, reproduces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spiritual alienation of the Jewish identity in 
this novel, and shows Oates’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J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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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伤理论 

在 19 世纪，心理创伤的研究开始被人类所熟知，这得益于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在 19 世纪

末开创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以及弗洛伊德等追随者对受创者内心世界的研究；20 世纪创伤研究的兴盛与

历史事件密不可分，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以及犹太大屠杀等使炮弹冲击症或战场神经官能症成为主

要研究方向；之后随着西欧和北美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创伤研究转向性与家庭的暴力。创伤研究

不仅专注于大屠杀、战争等人为暴行，后期“日益与人们的正常生活接轨” [1]，如家庭中对妇女与儿童

在身体与精神上的暴力行为。本文从创伤理论视角研究《掘墓人的女儿》中主人公丽贝卡以及施瓦特夫

妇在美国反犹思潮下所遭遇的身心创伤以及最后不同的复原结果。小说《掘墓人的女儿》时间跨度约有

32 年，讲述了移民三代不同的身份构建以及创伤经历。欧茨延续往日风格，在小说中运用大量笔墨描绘

暴力场面，着力刻画犹太身份在多重暴力下的悲惨命运；又运用大量内心独白书写女性作为被施暴者的

命运多舛，洞察人物的心理创伤；同时也映射美国社会暴力泛滥，展现欧茨对现实的批判。 

2. 施瓦特一家的创伤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禁闭畏缩”

(Constriction)、“记忆侵扰”(Intrusion)。过度警觉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禁闭畏缩则反应出屈

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记忆侵扰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 

2.1. 暴力——雅各布的过度警觉 

社会的无形暴力使雅各布精神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时刻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中。神经质的他又成为对

家人施暴者。 

2.1.1. 社会无形暴力的受害者 
意外的刺激会使雅各布极度惊恐。收音机这个雅各布唯一所珍视的物品，能引起他剧烈的应激反应，

因为收音机会突然播报德国、纳粹、犹太人等内容，他把这些词当做禁语，以防引来杀身之祸。同样当

家人说母语或是谈论到犹太，纳粹等词，雅各布就会立马警觉暴躁起来，不仅大声呵斥家人，还会殴打

孩子，仿佛有人时刻在监视他们的犹太身份，趁机会害死他们一家。尽管他的犹太身份已经人尽皆知，

他仍在为身份而时时处于警戒状态。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 [2]，在万圣节时，雅

各布一家居住的小石屋的前门和工棚的墙上被涂了有关纳粹的符号和文字，雅各布一反往常的一言不发，

之后发疯似的给镇办公室打电话，在雨中神经质般的走来走去，最后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的发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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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万字饰事件使雅各布过度警觉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也摧毁了他正常生活的安全感。“妻子、女

儿，他一个都不信任。” [3]雅各布把妻子形容成恶灵，怀疑妻子与治安官，祭祀扫墓的人有染；他还认

为丽贝卡成为了“那帮外人”的一员；如果让雅各布在小镇街上发现了丽贝卡，他会神经质的认为女儿

在跟踪他，想探寻他的秘密。主流社会的隐形暴力使雅各布精神时刻紧绷着，逐渐神经质，成为主流社

会下的一名可怜受害者。 

2.1.2. 神经质的施暴者 
掘墓人的身份、屈指可数的薪水使雅各布逐渐仇视美国主流社会，失去对社会、家人的信任，整个

人变得异常暴戾。在丽贝卡的回忆中，雅各布的第一形象就是“脾气像总在变化的天空一样” [3]，飘忽

不定，让人无法捉摸。就像炭火炉子，时而燃烧的让人无法靠近，时而冰冷的毫无人气。过度警觉让雅

各布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点点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从而就会对家人施加暴力。孩子们不敢和父亲嬉

戏打闹，妻子从不敢过问雅各布。尤其是在赫彻尔杀人逃逸之后，雅各布时而暴怒，陷入绝望，时而焦

虑不安，借酒消愁，脾气变得更加反复无常 [3]。心理的躁郁无处发泄，只能通过暴力宣泄在家人身上，

二儿子就是他的虐待对象，他对古斯进行语言和身体双重攻击，用铁锹拍古斯的后背，使得古斯磕在墓

碑上，从而导致古斯满脸鲜血的离家出走。雅各布的暴力行为使施瓦特一家四分五裂，也使他自己精神

崩溃，用暴力结束自己的生命。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和小镇长年的隐形暴力使雅各布由正常人变得神经警觉，从高素质的数学

老师变成暴力狂徒。 

2.2. 失语——安娜的禁闭畏缩 

陌生的国土、周围人的敌意迫使安娜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把自己囚禁在家中；禁止说母语不仅使安

娜与家人产生隔阂，也让她丧失说话能力，以缄默麻木对抗世界。 

2.2.1. 缄默的囚徒 
在刚来到陌生的国土，面对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安娜就已经展现出了躲避畏缩的创伤症状。安娜

的出场形象就是蜷缩在柴棚的角落里发癔症昏睡过去了，当面对丈夫雅各布的质问时，她以沉默回应，

而不是积极的与丈夫沟通，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由于语言障碍，安娜长期以来就在小石屋和

墓地两点之间活动，逐渐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之后有犹太老妇人来看望安娜，安娜一听到熟悉的母语，

竟然“浑身上下抖着、脸色苍白又由白转黄，像是浑身的血被抽干了似的” [3]，然后着急忙慌的跑回那

个用“原木锯成厚木板扔在地上当做地板，粗陋的大石块垒的墙” [3]建成的阴湿不堪，逼仄的茅舍，把

自己封闭在像地窖般的卧室里一整个下午，整个人一直神神叨叨。对母语的害怕是由大环境造成的，社

会反犹思潮使得安娜不得不隐藏身份，然而她内心极度渴望使用德语，内心的矛盾以及现实的压迫使她

只能将自己封闭，被主流社会所禁锢的囚徒在缄默中等待死亡。 

2.2.2. 麻木的失语者 
不会说英语的安娜在家庭中充当着失语者的角色，在自我封闭中变得麻木冷漠。在丽贝卡的印象里，

卧室的门一直紧闭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而安娜则卧床不起，目光呆滞的放空着，对家里人呼

唤没有一点反应，她不让任何外人靠近，否则会产生严重的疯癫嘶喊。安娜在情绪上的疏离，放弃所有

自主与挣扎的行为正是禁闭畏缩的症状表现。长时间处于无形的压抑与暴力中，安娜的“感知能力可能

已麻木或受到扭曲，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的部分麻痹或丧失。” [2]安娜用不温不火的冷漠对待家人，听

不见家里的喧闹，无视孩子对母亲爱的需求，就像活在梦里，从早到晚，年复一年的麻痹自己。再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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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始自言自语，“她在与死人说话，她在和远在德国的娘家人说话” [3]，在卧室与鬼魂喃喃时，安娜

倒是时而高兴，时而伤心叹气。丈夫与她在精神层面上的隔阂使得安娜无处宣泄内心的苦闷，只能在内

心一层层的堆积。母语的弃用使得安娜逐渐丧失语言能力，内心的苦楚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法从家人

获得帮助，长年累月下来，安娜彻底感到无能为力，进入解离的状态，开始与内心的声音对话，从不存

在的鬼魂上寻找寄托。利夫顿即将这种“精神上的麻木无感”比喻为“心智上的麻痹” [2]。 
面对社会、家庭的压力，安娜通过麻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保护自己，但正是这种错误的自保方式

加速了她的悲剧。 

2.3. 迷惘——丽贝卡的记忆侵扰 

就算危险早已时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 [2]。对于丽贝卡而言，她受

到的创伤主要来自原生家庭和第一任丈夫提格诺。 

2.3.1. 记忆错乱 
童年时期的缺爱以及目睹死亡场景让丽贝卡出现记忆错乱现象。在丽贝卡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曾

经想把她遗弃在船上以及试图掐死她。在她幼年时，她没有得到属于母亲的关爱，不管丽贝卡如何努力

做家务讨好母亲，母亲都无动于衷甚至会推开她。没有人理会她受伤的内心，以至于孤独的丽贝卡把注

意力放在虚无缥缈的表姐弗莱妲身上了，她幻想着与弗莱妲一起梳头，一起玩玩具娃娃，互相低声耳语

着，依偎着一起睡觉，还可以手牵手一起去上学，母亲的疏离使得丽贝卡只能在幻想中寻求安慰和陪伴，

通过虚构记忆来治愈自己。除了幻想之外，丽贝卡还出现了记忆错乱，在她的脑海中，莫名的多了一段

“莫利亚”号着火事件，她看到她的表姐被活活烧死。唯一能陪伴她的弗莱妲也被烧死了，可怕的孤独

感再次向丽贝卡袭来。亲眼目睹父母死亡场景，使丽贝卡一直陷入昏睡状态，醒来后也忘记了所有细节。

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辞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当有陌生人询问施瓦特夫妇死亡场景时，丽贝卡含糊不清

的慢吞吞的说着，时不时茫然瞪着双眼，一时语塞住了，仿佛智力低下一般。父母自杀场面给丽贝卡造

成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痛，不管她多想把这段记忆抹去，父亲的话语、形象，墓地的画面时不时会出现

在她的脑海中，已经成为她记忆的一部分。 

2.3.2. 暴力记忆 
“当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时” [2]，会

大大增加受创的严重程度。对于这些创伤事件，雅各布对丽贝卡都不止一次的实施过。在丽贝卡的脑海

里，父亲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幼年时期，在丽贝卡渴望父亲能陪她玩耍，给予她爱与陪伴以及尊重时，

得到的只有无尽的辱骂、驱逐以及暴力。之后因为参与拼写大赛获得字典的奖励，让父亲彻底疯狂，此

后她一想到父亲只有密密麻麻的恐惧与无助感。父亲阴晴不定，把她当做自己的囚徒，任他摆布，肆意

发泄。在哥哥们相继离去后，她成了父亲施暴和施舍爱的对象。但迟来的微弱的爱已经无法驱散丽贝卡

一整个童年所受到的暴力阴影。在日后的时光中，丽贝卡对一个问题时常感到困惑——她的父亲真的爱

她吗？在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没有人关爱她，童年一直处于认知迷茫的状态。对爱的极度渴望，让丽

贝卡沦为提格诺“爱情的玩偶” [4]，还没有完全治愈的丽贝卡又跳进了另一个深渊，家暴、语言辱骂、

人格侮辱无一幸免。“创伤经历潜藏在潜意识层面，无法言说，无法知晓” [5]，暴力画面在丽贝卡的记

忆中不断重复，即使两个暴力徒已经死亡，但创伤记忆仍摧残着丽贝卡，往日的暴力场景时常在脑海中

浮现，让她饱受折磨。 
重新审视丽贝卡的前期生活，不仅没人关爱，还要忍受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暴力，形成难以磨

灭的创伤记忆，时刻侵扰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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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瓦特一家的创伤复原 

3.1. 丽贝卡的自我重构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阶段是重建与

正常生活的联系。 

3.1.1. 探寻——多次建立安全感 
复原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的任务 [2]，安全的建立，要从专注对身体的掌控

开始。在与骆特小姐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丽贝卡经常去教堂做祷告，通过对耶稣救赎的坚信，她逐渐

走出父母死亡的阴影。但丽贝卡并非是一个忠诚教徒，她是自己的教徒，她始终掌控着对自己的主导权。

从后期的她坚持退学，离开骆特小姐去社会打拼，毅然决然离开提格诺等等，都体现着丽贝卡能坚定地

把握对自己身体以及精神的主导权。掌握了身体之后，复原的焦点就转向了对环境的掌控。对于丽贝卡

的初期复原，骆特小姐的收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于受到急性精神创伤的丽贝卡来说，有一个安全的

避难所是首要任务，骆特小姐为她提供了温馨干净的家、百花香的环境、粉色系的卧室、漂亮的小裙子。

舒适的环境以及温柔的骆特小姐带给丽贝卡满满的安全感，让丽贝卡不再一味地沉浸在死亡的回忆中，

之后她跟随骆特小姐去做礼拜，与第根太太微笑，这些都极大程度上帮助丽贝卡建立安全感。纵观丽贝

卡的一生，不难发现，她在漂泊的旅程中一直都在找寻安全感。 
第二次阶段，丽贝卡通过与提格诺建立家庭寻求安全感。不成熟的心智以及严重的缺爱，使她陷入

了提格诺的花言巧语中，她迫切希望能与所爱之人建立一个属于她的家庭，通过构建新的家庭关系获得

安全感。当在肖托夸小镇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时，丽贝卡才有了安全感，但这安全感时有时无。因为她经

常问提格诺是否爱她，她不了解她的丈夫，以至于过了 8 年才发现他的身份，年龄，以及婚姻都是假的。

提格诺和雅各布是一类人，他们都把女性当做他们的所有物，开心就施舍点东西，不开心就暴力相对；

他不仅殴打丽贝卡，他还对他的儿子实施暴力。她维持八年的家彻底崩塌了，此时这个家不再是庇护所，

而是实施暴力的场合。为了获取自由，丽贝卡必须放弃原有的一切：家园，朋友和生计。她带着儿子开

始了逃亡，一开始逃到了马头镇，后来几经波折，他们来到马林角海湾，在这里定居下来。在这里她以

黑兹尔·琼斯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这时的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儿子在音乐上的造诣才能带

给她最大的安全感。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加拉格尔，构建了新的家庭，通过加拉格尔她成功

跻身于上层阶级，终于在美国上层社会扎下了根。 
丽贝卡从始至终都掌握着对自己的主导权，在漫长的一生中通过工作、婚姻寻找安全感，通过自己

的努力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3.1.2. 回顾——以音乐悼念母亲 
在复原的第二阶段，创伤患者开始诉说她的创伤故事。难以启齿的的原生家庭以及糟糕的第一段婚

姻如此令人难以面对，丽贝卡在重建故事的过程中踌躇摇摆，面对加拉格尔的询问，她总是保持缄默或

是以谎言掩盖过去。内心的愧疚一直折磨着丽贝卡，她借用丽贝卡朋友身份讲述了父亲杀人并自杀事件，

这是丽贝卡第一次正视这段被封存的记忆，她把最痛苦阴霾的记忆展露丈夫面前。但转述并没有引起丈

夫共情，反而得到了相反的答案，这使得丽贝卡后来没有勇气再向丈夫诉说内心的痛苦，压抑之下，她

只能选择与酒店的伙计随意诉说着，仿佛讲述的不是她的经历，看似随意，但她已经构想了好多年。随

着创伤记忆被以讲故事的形式转述出来，丽贝卡感觉如释重负，说明丽贝卡已经重新构建了自我保护机

制，现在的她可以勇敢的面对过去。 
在重建创伤记忆之后，就要进入哀悼阶段，这是第二个复原阶段中最必须也是最可怕的工作 [2]。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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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曲《热情》承载着丽贝卡与母亲童年时期最亲密美好的记忆，同时也诉说了丽贝卡太多无以言表的痛

苦与爱。这是母亲最喜爱的一首曲子，通过《第三即兴曲》《热情》回温母亲的爱以及哀悼母亲。当她

的儿子扎克演奏的《热情》一举夺冠时，丽贝卡内心波澜起伏，她哭了，第一瞬间涌入她心头的是在和

母亲对话，对话最后一句是：“你爸爸爱着你，丽贝卡他以前说他最爱你，你最像他。” [3]在人生重要

时刻，第一瞬间往往想起的是至亲之人，在丽贝卡的内心深处，她或许早已原谅了父母，闭上被泪水浸

湿的双眼，眼前闪现出墓园的画面，也许在父母死亡后，爱就已经超越了恨。也是在悼念母亲之后，丽

贝卡与和她不属于同一阶级的伙计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说明丽贝卡已经开始重新接受自己的过去了。 
丽贝卡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诉说创伤记忆，正视被隐藏的伤痛，慢慢打开了心结，敢于哀悼母亲表明

丽贝卡已经和童年的自己和解，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 

3.1.3. 重建——与表姐保持书信往来 
复原的第三阶段，创伤患者开始重建联系感，这是实现创伤复原的关键一步，因为创伤经历会打破

受创者与外界群体的联系，导致受创者与外界群体的脱离。 
在父母自杀以后，尽管小镇上所有人都对她(掘墓人的女儿)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但仍有骆特小姐抚

育了她，带她去上主讲课，一起唱赞美歌，使得她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步入了正轨，过上了正常生活。

丽贝卡自力更生以后找的工作如女招待、销售员、服务员、剧场引座员这些都需要天天和不同的人打交

道，丽贝卡想要活着的意念支撑着她积极地与外界互动，为自身赢得美好的未来。构建与外界的联系只

能保证丽贝卡积极向上的活着，还不能彻底治愈她内心最深处的痛。 
当“讲故事的行动”结束后，创伤患者现在需要重建全新的自我。重建自我就要丽贝卡与他人建立

心理联系，拒绝与古斯相认让丽贝卡感到无尽的后悔，所以当丽贝卡得知摩根斯腾就是她童年日思夜想

的表姐弗莱妲，她主动写了三四封信给摩根斯腾教授，可知她对同种族亲人的渴望。在信中，她讲述着

自己在米尔本的童年生活，对表姐的思念，多年来无法说出口的秘密终于有了诉说渠道。有了摩根斯腾，

丽贝卡的灵魂就有了出路。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一年的书信来往，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感通过文字

传达给异地的亲人，在这一刻文字将不再只是文字，它承载着丽贝卡过去 50 多年的辛酸苦辣与缄默。在

没与表姐获得联系以前，字典是丽贝卡的心灵寄托，它是丽贝卡的终身朋友，见证了她人生的每一阶段。

在孩童时期，字典是丽贝卡从破碎的家唯一带走的物品，字典承载着她儿时的回忆，也保留着对父亲仅

有的回忆与爱；在成年之后，字典成为她向奈利传递知识与爱的工具，字典不仅体现了她对知识的渴望，

也象征着她对未知命运的顽强抵抗；在晚年时期，字典为丽贝卡与表姐保持书信往来提供了便利，帮助

她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字典连接了施瓦特夫妇，丽贝卡，奈利三代人的关系，在长大后的一瞬间，

丽贝卡意识到父亲当时没烧掉字典，其实是因为爱她，让她在迷惘中找到了答案。 
丽贝卡在受到创伤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把握自主权，建立安全感；对待创伤记忆，她由回

避向诉说转向，使得她与死去的父母、失去联系的兄弟和解，与表姐的书信往来治愈了她破碎的心灵；

同时她认真对待生活，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得他人的爱慕与尊重，在上层社会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至

此丽贝卡在身份以及精神上都完成了自我的重构。 

3.2. 施瓦特夫妇的自我灭亡 

3.2.1. 隔离——边缘化的身份危机 
施瓦特夫妇在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都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地带。“米尔本的墓地地处荒郊野外” [3]，

死人的最终归宿却是施瓦特一家的住所，将家安置在墓地里，欧茨暗示了他们的最终归宿，雅各布不仅

在为别人挖掘坟墓，同时也在为自己掘墓。墓地是“黑暗恐怖的他界”[易舫·段成]从到来的那一刻，施

瓦特一家就开始了被隔离的命运，他们被当地政府安置在社会边缘的墓地里，体现了政府对他们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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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只配居住在“他界”。“福柯认为空间是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 [6]，而弱势种族在主

流社会中没有话语权。偏僻恐怖的地理环境暗示了施瓦特夫妇在米尔本没有说话，提出要求的权利，即

使他们提出了诉求，也没有人会理会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如同局外人，边缘化的居住环境使得他们

身份透明化，身份危机对“总是处于相对无权地位的弱势群体，”冲击最大 [7]。地理空间的隔离也导致

了社会空间的疏离。因为偏僻忙碌，施瓦特夫妇很少到镇子中心活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墓地和家，数

十年的自我隔离使他们失去了社会人格，尤其是安娜，她见到陌生人会感到害怕，并发出严重的嘶喊，

她丧失了与周围人的社交能力，无法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独立的生存。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的隔离导

致施瓦特夫妇丧失社会身份。 
施瓦特夫妇被隔离的另一个原因是种族歧视。故事背景始于 1936 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屠杀，而美

国正兴起了第二次反犹思潮，在此背景下，施瓦特夫妇对自身身份属性充满矛盾。异国他乡使他们不得

不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例如改变名字，放弃母语等。名字是一个人身份最明显的象征，放弃摩根斯坦，

改姓为施瓦特，代表她们遗弃了自己民族的根，丢失了原有的犹太身份。“他们希望通过顺从和依附美

国社会，内化主流话语，从而成为美国公民。” [8]当了十几年的美国人，他们终于醒悟他们的美国人身

份空有其表，不管如何低声下气，他们仍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没有基本的尊严，置身于极端边缘

的他者位置。心理崩溃的雅各布暗地里疯狂的咒骂当时执政人罗斯福，仇视小镇所有人，而安娜整日封

闭在家，不愿和美国人接触，这些都暗示了他们打心底并不认同美国人身份，无根的他们游离在第三空

间，陷入了身份危机，由此引发强烈的思想震荡和精神危机。 
作为犹太人在美国被隔离在墓地里长达数十年，施瓦特夫妇失去社会身份、民族身份，游离于第三

空间，成为主流社会的“他者”。 

3.2.2. 异化——物质匮乏下的精神危机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如同一个结构化的整体，把这些需要分成五层：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

自我实现，这五类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排列，每一个环节都起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金

字塔”需求结构 [9]。只有底层的物质领域打好地基，顶层的精神领域才能稳固。 
大屠杀以前施瓦特夫妇在德国属于中产阶级。雅各布当过中学老师，当过印刷工，安娜会打理好家

中事务，两人过着精神富足的生活。逃亡到美国后美好的生活彻底破碎，施瓦特夫妇只能成为一名掘墓

人和掘墓人的妻子。首先是吃饭问题，这是人生存最基本的保障。他们顿顿吃面包和一些罐装食品，布

满油渍和油脂的锅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一家人活得就像流浪汉一样，从锅里抢饭吃，味同嚼蜡却别无

选择。贫穷让施瓦特夫妇丧失斗志，选择苟且的活着。雅各布一年四季衣着都破破烂烂，溅满污泥的靴

子像是嵌入他的脚，“向牲口的蹄子”怎么脱都脱不掉，就像掘墓人的身份以及贫穷的生活怎么都改变

不了。而安娜不再是之前在钢琴前优雅的少女，现在的她头发乱得像鸡窝，衣衫不整，乳房松松垮垮，

脸臃肿肥大。物质水平的急剧下降使得他们一时无法接受，内心遭受巨大挫败，他们互相嫌弃、猜疑并

怨恨对方，开始自暴自弃，“他们的生命犹如风中之烛一般在风雨中摇摆” [10]。雅各布通过酒精麻痹自

己，忘却痛苦；安娜则通过自言自语与鬼魂说话来逃避现实，物质的匮乏使得相爱的夫妻最终相看两厌，

爱的缺失让两人不再有归属感，各自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逐渐走向异化。 
通过四年夜以继日的掘墓，雅各布存下了二百一十六块零七毛五分。这笔“巨款”抵不上富人一顿

饭，底层阶层却得用四年辛苦工作并精打细算才能攒下。在异化世界里，病入膏肓的人，并不是指个人

的疾病，而是指由社会造成的缺陷，“因为健全的人也只有在健全的社会中才能形成” [11]。在当掘墓人

的十多年间，雅各布辛苦的工作，一开始甚至一天会干 12 小时，但工作与薪酬完全不成正比，薪资无法

维持家庭的开销，物质水平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不健全的主流社会对底层阶级的无视及压榨没有给施瓦

特夫妇一点拯救自己的机会，反而像一只无形的手从各个方面把他们推进了深渊，在精神上摧垮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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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迫使他们走向异化。 
位于底层的物质水平严重低下导致处于金字塔塔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而病态社会这个总抓手无

声无息的折磨着施瓦特夫妇，加速他们的异化，陷入精神危机。 

3.2.3. 毁灭——父权制崩塌的心理溃败 
在社会、家庭、婚姻中，男子通过先天性别优势占据主导地位。在雅各布心里，安娜“是他的妻子，

是他的仆人，而她则必须听从他。家里的钱财全由他掌管，与外界的一切交往也都由他来处理” [3]。施

瓦特与传统男性一样，对女性的掌控欲异常强烈。来到美国后，雅各布不让安娜说母语，一方面是为了

隐藏身份，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安娜与外界社交。他不信任他的妻子，他私自在银行开了账户，他自私的

认为钱是他自己的，并没有与妻子共享，因为在他心里，妻子与钱财处于同一地位，都是他的所有物；

其次他觉得来到墓地的男的都对安娜有觊觎之心，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女性是男性的玩物，他不允许自

己东西受到窥探。面对父权制的压榨，处于弱势地位的安娜只能服从和依附雅各布，而不是反抗。安娜

无法保护自己，更保护不了孩子，在父权制压迫下，安娜丧失了思考与行动能力，空剩下一副躯壳，安

娜的顺从与沉默也暗示了她最后的悲剧命运。 
雅各布干着一份不体面的工作——掘墓人，在家以外的地方得不到一丝丝做人最基本的尊重：当地

的小孩子可以肆意捉弄他；万圣节房屋的墙上被涂满了万字饰；政府人员的无视与压榨，迫使雅各布只

能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妻子孩子身上。只有在家里，雅各布才能体会支配权力的感受，只要他不开心，

家里的物品就是出气对象，有时还会拿孩子撒气。随着赫彻尔、古斯前后离开家，雅各布的父权制变得

岌岌可危，当支撑雅各布活着的唯一动力——父权制崩塌后，雅各布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承受这个世

界带给他的痛苦，放任自己走向毁灭。“爱包括爱自己和爱他人，它是一种突破人与人之间屏障的能力，

它意味着对生命的肯定、关怀和负责。” [12]施瓦特夫妇缺少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在家庭中互相使用冷

暴力，用沉默控诉着对对方的不满。如果夫妇两人能提早打开心房，互相倾诉各自的伤痛，用爱治愈对

方，也不会走向自杀。但是主流社会的各种压迫已经让施瓦特夫妇陷入异化，早已丧失爱人的能力，无

法爱自己，也无法爱他人，同时也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把生命看得一文不值，所以在父权制坍塌后，

雅各布的心理扭曲，人性异化，失控的他持枪打死安娜，随后又自杀。 
父权制维持着雅各布最后的尊严，当父权制崩塌后雅各布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绝望的他走向深渊，

通过死亡结束痛苦的生活。 

4. 结语 

本文运用创伤理论分析《掘墓人的女儿》中施瓦特夫妇及女儿丽贝卡在美国反犹思潮中所受到的创

伤，分析了过度警觉、禁闭畏缩和记忆侵扰三种创伤症状。面对不同程度的创伤，自我重建的方式也不

同。丽贝卡选择积极面对创伤痛苦，通过多次建立安全感、回顾创伤记忆并哀悼母亲，最后积极与外界

建立联系，最重要的是，她维持与摩根斯坦的书信联系，帮助她重新找回自己的犹太身份，实现自我重

构。因为犹太人和难民双重身份，施瓦特夫妇被隔绝在偏远的墓地，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地带；又因

为常年生活贫困潦倒使得他们精神世界异常贫瘠，病态的社会迫使他们走向精神异化；当最后一根稻草

被折断，施瓦特夫妇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随之坍塌，从隔离到异化最后走向自我灭亡。作者欧茨描绘出

两条完全不同的复原之路，体现了在两种文化碰撞下，欧茨对犹太人命运的哀叹，也暗示了像丽贝卡一

样的移民者在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可时，会陷入身份危机，展现出欧茨深切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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